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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新论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流行病及其防治＊

庄华峰　蔡小冬

【提　要】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如疟疾、瘴气、伤寒、恙虫病、天花、痢疾、结核
病、狂犬病、麻风病以及各种寄生虫病等都较为流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当与频繁
的战争和灾害、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的差异，以及人们的一些
不良生活习惯和习俗关系至密。面对当时林林总总的流行病，时人进行了包括顺应四季变
化、注意维护和治理定居生活区环境的清洁卫生、隔离病人和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实
施助葬措施等在内的预防和控制举措。这些应对措施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彰显了预防为主
的理念，二是重视流行病防治的制度建设，三是注重用科技手段推动流行病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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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家。
传统史籍中将流行病称作疫、疾疫、疠等，而
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按照现代疾病分类
学解读，这些疾病主要包括疟疾、瘴气、伤寒、
恙虫病、天花、痢疾、结核病、狂犬病、麻风
病以及各种寄生虫病等。历史上的疾疫流行，
最可反映出战争、和平、灾荒、经济发展、人
口变迁等自然和社会生态诸因素综合作用所产

生的效应。秦汉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传染病流行
较为频繁的时期，本文拟就这一时期传染病的
流行及其防治情况作一初步探讨。

一、流行病概述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的一些流行病即已出
现。从周代开始至汉初，传染性疾病以上呼吸
道感染和疟疾为多。 《周礼·天官·疾医》中

说：“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
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① “痟
首疾”多半为头部疾病，头痛脑热是其主要症
状，属伤风感冒之类的疾病。“痒疥疾”主要为
皮肤感染如疥癣等，是由寄生虫 （疥虫）引起
的疥疮，属传染性皮肤病。“疟寒疾”以周期性
寒颤发热为主症，属疟疾之类。“嗽上气疾”当
属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或肺部感染之类，其
中，以伤风感冒为多。远古时期人们是以季节
来划分时间的，于是有 “四时皆有疠疾”之谓，
不过正好说出了季节性流行的特点。古人认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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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疠疾即热病，多因受寒而起，所以 《内经》
说： “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① 疟疾一
病，是由疟蚊传播而致，与环境、季节关系至
密。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称疟疾为 “沼泽的
热病”；疟疾的猖獗，甚至使濒于灭亡的罗马帝
国加快了衰退过程。②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疟疾都是最早的流行病之一。
先秦时期已出现狂犬病，称为 “猘”或

“瘈”。文献中有 “国人逐瘈狗”③、 “国狗之瘈，
无不噬也”④ 等记载。关于狂犬病的治疗， 《素
问·骨空论》有云： “犬所啮之处，灸之三壮，
即以犬伤病法灸之。”这说明医家已认识到被狂
犬之啮咬伤会致病，因而必须及时治疗。黄疸
传染性疾病也已出现，其中以传染性肝炎为主。
不过在黄疸疾病中，也有不传染者。《灵枢·经
脉篇》云： “食不下，烦心，心下急痛，溏、
瘕、泄、水闭、黄疸、不能卧……”； 《素问·
玉机真脏论》云：“弗治，病入舍于肺……肺即
传而行之肝……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
发瘅，腹中热，烦心出黄”。这些都是急性黄疸
病。《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谓 “溽暑湿热相
薄，争于左之上，民病黄瘅而为胕肿”，是为流
行性黄疸病。而 《灵枢·论疾诊尺》所载 “多
赤、多黑、多青皆见者，寒冷，身痛而色微黄，
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疸也。安卧，小便黄赤，
脉小而涩者，不嗜食”，则应为慢性黄疸或肝硬
化之类。汉代淳于意 《仓公诊籍》所说，女子
薄吾患 “蛲瘕”，“寒热笃……腹大、上肤黄粗、
循之戚戚然”，可能为寄生虫病引起的肝硬化性
黄疸，伴腹水，属于血吸虫病、肝硬化之类。
可见黄疸疾病有多种类型，其中以传染性黄疸
为主。肺结核病又是一种。 《素问·至真要大
论》： “少阳司天，火淫所胜，民病……咳唾
血。”《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肺脉）微急为
肺寒热，怠惰，咳唾血。”这些都是有关肺结核
病的记载。该病起病可急可缓，多为低热、盗汗、
乏力、消瘦、咳嗽、咯血、胸痛。 《史记·韩长
孺列传》说，汉初名将韩长孺， “意忽忽不乐，
数月，病呕血死。”⑤ 根据学者研究，韩氏呕血
可能是咯血，其 “意忽忽不乐”，则与肺结核症
状较为吻合。⑥

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流行病的
记载比先秦时期详细而又明确。
根据 《汉书》和东晋葛洪 《肘后方》的记

载，这一时期流行一种叫做 “蜮病 （射工水
弩）”的流行病。《汉书·五行志》载：“严公十
八年 ‘秋，有蜮’。刘向以为蜮生南越……故圣
人名之曰蜮。蜮犹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
人有处，甚者至死。南方谓之短弧，近射妖，
死亡之象也。”师古注： “以气射人也。” “即射
工也，亦呼水弩”。⑦ 这种蜮病即为射工水弩病。
关于该病，葛洪 《肘后备急方》有载，其 “射
工水弩毒方”条云：

江南有射工毒虫，一名短狐，一名蜮，

常在山间水中，人行及水浴，此虫口中横
骨角弩，唧以射人形影则病。其诊法，初
得或如伤寒，或似中恶，或口不能语，或
恶寒热，四肢拘急。旦可、暮剧，困者三
日，齿间血出，不疗即死。其中人有四种，
初觉则遍身体视之，其一种正黑如墨子，
而绕四边者，人或犯之如刾状；其一种作
疮，疮久即穿陷；一种突起如石之有稜，
其一种如火灼人肉，熛起作疮。此种最急，

并皆煞人。居溪傍湿地，天大雨，或逐人
行潦流，入人家而射人。⑧

在葛洪 《抱朴子内篇·登涉》中，也有一
段记载：

今吴楚之野，暑湿郁蒸，虽衡霍正岳，
犹多毒蠚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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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名射影，其实水虫也，状如鸣蜩，
状似三合盃，有翼能飞，无目而利耳，口
中有横物角弩，如闻人声，缘口中物如角
弩，以气为矢，则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
即发疮，中影者亦病，而不即发疮，不晓
治之 者 煞 人。其 病 似 大 伤 寒，不 十 日
皆死。①

综上可知，蜮病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发
病时犹如重伤寒，伴有四肢拘急、齿间出血症
状；二是皮肤可有疮，应为丘疹性溃疡，也有
不见疮者；三是病情发展迅速，一般１０日左右
即死；四是该病的流行因素与大雨、湿地行走、
水流入屋、水浴等有关，发生地多见于江南地
区。有研究者认为，“蜮病”或 “射工水弩毒”，
即恙虫病。② 它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啮齿类为主
要传染源，恙螨幼虫为传播媒介。
伤寒是此时期流行最广的疾病。东汉医家

张仲景在 《伤寒论》“自序”中说，他的家族原
来有２００多人，然而从献帝建安元年 （公元１９６
年）以来，在不到１０年的时间里，就死了２／３，
其中有７／１０死于伤寒病。③ 死亡率如此之高，
令人咋舌。正由于当时伤寒病流行严重，危害
极大，促使张仲景弃官行医，勤求古训，博采
众方，写出了著名的 《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
病论》中的伤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伤寒
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是一切
外感疾病的总称；狭义伤寒则是指外感风寒而
引发的疾病，即上述五种中的伤寒，与今日的
流行性感冒极为相似。
流行性斑疹伤寒也较为多见，主要发病于

寒冷地区或寒冷时节，冬春为高发期。每逢战
乱、饥荒往往会暴发、流行。建安十三年 （公
元２０８年）七月，曹操南征，长时间的征战，
到年底将士已疲惫不堪。时值寒冬，正赶上斑
疹伤寒流行的暴发期。 “于是大疫，吏士多死
者”。次年，曹操下诏说： “自顷以来，军数征
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
姓流离。”④ 可以想见曹操军中曾连年流行斑疹
伤寒病。
其时亦见有麻风病。麻风又称疠风、癩大

风、大麻风，有瘤型和结核样型两种类型，是
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
人的皮肤、神经系统及内脏。该病在春秋时期
即已出现。患者通常面部可呈狮面之相，鼻坍
塌，皮肤溃疡、结节，其貌十分丑陋。时人已
懂得麻风病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故 “女有五不
娶……世有恶疾不娶”。⑤ 甚至怕遗传子女：“厉
之人，夜半生其子，遂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
恐其似己也。”⑥ 此病后世颇为常见。三国时期
的王粲是麻风病患者，刘表嫌其 “貌寝”，不愿
嫁女给他。
天花也于此时流行。“天花”又称痘疮，是

一种由天花病毒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痊愈
后可获终生免疫。天花病的最早记载见于葛洪
的 《肘后方》。据其载可知，天花最早是因马援
征交趾而从越南传入中国的，其症状是 “发疮
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
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后，疮
瘢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呼为虏
疮”。葛氏的发现比阿拉伯医学家雷撒斯认识天
花要早五百多年。关于天花的治疗方法，葛洪
《肘后方》介绍 “用之有效方”说： “取好蜜通
身上摩，亦可以蜜煎升麻，并数数食。又方，
以水浓煮升麻，绵沾洗之，若酒渍弥好，但痛
难忍。其余治犹依伤寒法……用地黄黑膏亦
好。”⑦ 天花曾多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播，这
一现象对中国医界的影响很大，尤其对传染病
认识的深化、预防及治疗方法的提出，都产生
了重要影响。
除天花外，葛洪 《肘后方》中还介绍了一

些其他传染病。如关于急性传染性黄疸肝炎：
“初唯觉四体沉沉不快，须臾，见眼中黄，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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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黄及举身皆黄。急令溺白纸，纸即如蘖染者，

此热毒已入内，急治之。”① 可知当时已发明了
简单易行的白纸验尿法。关于狂犬病：“凡猘犬
咬人，七日一发，过三七日不发，则脱也。要
过百日，乃为大免耳。”② 其对潜伏期的认识颇
为准确，今日一般认为是１０天至３个月。关于
结核病：“其病变动，乃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
种，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怳怳默默，不知其
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
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③ 这是
有关结核病最早最详细的描述。关于淋巴结炎：
“恶核病者，肉中忽有核如梅李，小者如豆粒，

皮中惨痛，左右走，身中壮热……此病卒然而
起，有病入腹杀人。南方多有此患。”④ 关于急
性菌痢：“天行毒病，挟热腹痛，下痢……血浓
不止。”⑤ 此外，还有急性扁桃体炎、疟疾、炭
疽、出血热病、寄生虫病等流行病的描述。

二、流行病发生的原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为数不少的流行病，

并产生了很大的危害。这一时期的流行病之所
以较为频繁地发生，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流行病的发生往往与战争、灾害相
伴生。常言道：“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大荒
之后，必有大疫”。一般来说，战争、大灾之
后，人畜大量死亡，假如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

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

有研究者把自公元前２０６年西汉建立到５８０年北
周灭亡分作两个时段，对其疫灾发生情况作了
统计：自公元前２０６年到公元２６５年的４７１年
中，有６２年有瘟疫的记载，平均每７．６年有一
次疫病流行，其中大疫２７次，与战争有关的流
行病达１６次；自公元２６５年 （晋武帝泰始元年）

到５８０年的３２５年中，有６５年发生瘟疫流行，

平均每４．９年有一次流行，其中大疫２５次，与
战争有关的１０次。⑥ 翻检史乘，有关疫病流行
与其他灾害相伴发生的记载颇为丰富。如西汉
景帝后元元年 （公元前１４３年）五月丙戌，“地
大动，铃铃然，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⑦。

东汉章帝建初元年 （公元７６年）， “大旱谷贵，

（杨）终……乃上疏曰： ‘今以比年久旱，灾疫
未息……且南方暑湿，障毒互生。……陛下留
念省察，以济元元。’”⑧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
的时代，这方面的资料更是俯拾皆是。这里仅
以 《宋书》卷３４ 《五行志》 “人疴”条记录为
例，该条记载了魏晋的重大疫情２３起，其中
“魏文帝黄初四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
数”。 “吴孙亮建兴二年四月，诸葛恪围新城。
大疫，死者太半”。 “晋武帝咸宁元年十一月，
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 “晋孝武帝太元五年
五月，自冬大疫，至于此夏。多绝户者。”都是
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数据。
第二，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是疫灾发生的另

一重要原因。如两汉时期， “饥寒并臻，父子流
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
兴”。在此背景下，“江湖之上，海岱之滨，风腾
波涌，更相骀藉，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
数，不啻太半”。⑨ 又据 《资治通鉴》齐和帝中
兴元年 （公元５０１年）条载： “郢城之初围也，
士民男女近十万口，闭门二百余日，疾疫流肿，
死者什七八。”这里的 “流肿”指的是脚气病，
即谓毒气下流，足为之肿。在人口流动过程中，
死亡率往往很高，尤其是北方人流徙到南方更
是如此，如鲜卑人厍狄士文来到贝州 （河北南
宫）流放千人至岭南，遇瘴疠，死者十八九。瑏瑠

第三，与地理环境有关。我国幅员辽阔，
南北方横跨２０多个纬度，各地气候条件的差异
对疾疫的发生产生很大的影响。北方广大地区
干旱而寒冷，南方地区湿润而温暖。这种水热
条件的差异古今变异不大。南方温暖湿润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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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后备急方》卷２，第４３页。
《肘后备急方》卷７，第２１２页。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１，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３
年版，第１４页。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５，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３
年版，第１４７页。
《肘后备急方》卷２，第４０页。

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第８、１０页。
《汉书》卷２６ 《天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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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２８ （上）《冯衍传》。
《北史》卷５４ 《厍狄干传附孙士文传》。



然环境成为各种微生物孳生繁殖的温床，十分
有利于疫病的扩散流传，但早期由于开化程度
不高，加之人丁稀少，疫病的传播反不如北方
猖獗。迨至东晋，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经济
开发加快，城市繁荣，加之人口的大量流动，

疫病流行显著增加，超过北方。尤其是气候湿
润、土地肥沃、水网密布、交通便利、人口最
为集中的江、浙一带，更是流行病肆虐的高发
地带。对此，时人多有论述。如西汉皇族、淮
南王刘安在武帝建元六年 （公元前１３５年）给
武帝上书谏曰：南方 “天暑多雨”，加之以 “深
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
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
刃，死伤者必众矣”。反复强调说：“南方暑湿，

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①

医学家巢元方在分析南方的气候与疾病的关系

时也说： “南地暖，故太阴之时，草木不黄落，

伏蛰不闭藏，杂毒因暖而生。”② 而张志斌先生
的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量化数据。张氏对古代
南北地区疫病流行的频数作了比较，根据其
“历代南北地区疫病流行频数比较图”可知，在
东晋以前，北方地区是我国疫病流行的主要区
域，南方的疾疫则相对较少，其中东周时期，

北方疫病５次，南方无疫病记载；东汉时期，

北方疫病１６次，南方１３次；三国西晋时期，北
方疫病１６次，南方１２次。东晋以降，疫病流行
区域出现了逆转，南方成为疫病的主要流行地
区，数据显示，东晋时北方疫病４次，南方７
次；南北朝时北方疫病１１次，南方２０次。③ 张
氏的统计较为仔细，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秦汉魏
晋南北朝疾疫发生的情况。

除了上述几个原因外，人们的一些不良习
惯和习俗对疫病的流行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应对流行病的举措

由于疾疫问题对社会的影响巨大，秦汉魏
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其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

尝试，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顺应四季变化。 《礼记·月令》中说，

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

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
民多疟疾。④ 这里谈到了节气与疾疫的关系，告
诫人们要 “和于阴阳，调于四时”⑤、“顺四时而
适寒温”。⑥ 也就是说，这些四季气候变化，人
们必须顺应。三国时的曹植，曾作 《说疫气》
一文，描绘了建安二十二年 （公元２１７年），疫
病流行时的惨状，揭示了罹疫者多为贫苦之家，
富豪之室则少得此疫，并明确指出 “疠气流
行”，并非 “鬼神所作”，原因在于 “阴阳失位，
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此，时人在劳作时非
常重视节气的变化，并努力去顺应之。
二是注意维护和治理定居生活区环境的清

洁卫生。早在先秦时期人们便开始重视生活区
的公共卫生。如形成了将居住区与公共墓地分
隔的制度，人畜的隔离也被广泛采用，对于地
下水的卫生、住宅内外的卫生、道路的清洁卫
生以及厕所的卫生等，也都予以高度重视。到
了汉代，安排有专门负责清扫道路的人员，“天
子将出或有斋祠，先令道路扫洒清静”。⑦ 负责
清扫道路的人员通常由罪犯或地位低下者承担。
史载，发干长王凌有罪髠刑，“当道扫除”。⑧ 当
时已有禁止在街道上倾倒生活垃圾的规定。《韩
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
断其手”，堪称世界上最早的环境卫生法。到了
汉代更进一步规定路旁居民要以水洒道，以防
止灰尘的扬起。至周、秦二代，对在道路上抛
撒垃圾的要施以刑罚。由于管理比较严格，随
意丢弃垃圾的情形得到有效制止，有效地维护
了公共卫生。垃圾往往是疾病的传染源，因此
当时的垃圾有固定的堆放处。根据考古发掘提
供的证据，当时农村中的垃圾多堆放在厕所附
近。如辽阳西汉村落遗址厕所房址西有大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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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两处，是就洼坑倾倒堆积而成。① 城市的垃圾
也有固定堆放处。如临潼汉新丰遗址城东北部
紧邻住宅区，靠近城墙附近约１５００平方米的范
围中，有多处直径５—１０米、深３—５米的大脏
土坑，系垃圾坑。② 以上这些举措对于预防和减
少疾病都大有裨益。
三是拯救生者。与其他朝代一样，在秦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旦出现疫情，官府最为紧
迫的工作，必然是采取紧急措施拯救生者。主
要做法有二：一是隔离病人。疫病的救治重在
预防。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病人隔离措施。
《周易·复》云： “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周
易·无妄》云：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③

意即健康人可与朋友交往，如果是疾病患者或
患眼疾者，则不应交际，以免传染他人。甲骨
文中记有 “疾，亡入” （《合集》２２３９２）、 “亡
入，疾”（《合集》２２３９０），或谓不得进入疾病
流行处，或谓患者不得前来。说明晚商时期人
们对传染性疾病的危害性有了较深认识，因而
出于保健心理，采取隔离防疫的积极措施，防
患于未然。④ 汉代也对疫病患者采取隔离措施。
史载：元始二年 （公元前７３年）夏四月， “郡
国大旱，蝗，青周尤甚，民流亡……民疾疫者，
舍空邸第，为置医药。”⑤ 到了魏晋时期，病人
隔离已形成制度。 《晋书·王廙传附弟子彪之
传》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
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
宫”。⑥ 大臣之家发生了流行病，即使大臣自身
未被传染，但他或许是疾疫病毒的携带者，因
而百日之内不许入宫，以防止传染他人。这一
做法是沿袭 “旧制”，说明病人隔离举措是一贯
的做法。又如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
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 （“六疾”指寒
疾、热疾、末疾、腹疾、惑疾、心疾六种疾
病），以隔离收治患者。⑦ 这种隔离措施对于预
防疫病大范围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派
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我国的巡诊制度发轫
于先秦时期。到了汉代，这一制度更加成熟。
首先是皇帝频频发布有关 “遣医致药”的诏令。
如桓帝 “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
大夫将医药案行。”⑧ 又如元嘉四年 （公元４２７

年）五月，京师发生疾疫，宋文帝 “遣使问存，
给医药。”⑨ 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在应对程序
上，一般是在疫病发生后，由地方官吏逐级上
报，上级派官吏核查后，依据实际情况拨付救
治资金，遣医送药。疫情结束后，再由地方官
吏上报救治情况。除了中央政府重视疫情外，
地方官吏对疫病也往往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如 《后汉书·曹褒传》载：曹褒任城门校尉，
“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多蒙济
活”。瑏瑠 《后汉书·钟离意传》也载： “建武十四
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意独身自隐亲，经给
医药，所部多蒙全济。”瑏瑡 又据 《三国志·朱桓
传》载：“朱桓字休穆……孙权为将军，桓给事
幕府，除余姚长。往遇疫疠，谷食荒贵，桓分
部良吏，隐亲医药，飱粥相继，士民感戴之。”瑏瑢

以上几则史料说明，地方政府设有专门官员对
疫情巡诊管理，而且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地
方官府对疫病患者进行救治的效率更高。
四是实施助葬措施。在古代社会，每当灾

害、战争发生时，死亡人数剧增，掩埋尸体成
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工作，这不仅仅是彰显人
道，更为重要的是，尸体是病毒的传染源之一，
因而处理尸体，是防止疫病流行传播必不可少
的措施。据 《周礼》所载，在先秦时期，就有
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逢大的疫灾，
官府一般都会及时采取助葬措施。据 《后汉书》
载，桓帝永寿元年 （公元１５５年）六月诏：“被

２２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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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死流失尸骸者，令郡县钩求收葬。”① 南朝刘
宋文帝元嘉四年 （公元４２７年）五月，“京师疾
疫，甲午，遣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
赐以棺器”②。又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
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③ 朝廷遂命给死
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④

上述应对流行病的诸多举措，我们认为它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彰显了预防为主的理念。早在先秦时

期，人们就已认识到地理位置、环境、水质等
与健康长寿有密切关系。如 《吕氏春秋》中已
认识到水质与健康的关系，认为 “轻水所多秃
与瘿人；重水所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
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尫与伛人”
（《尽数》）。《左传》等书有关于水土影响人体健
康的论述。《左传·成公六年》云：“土薄水浅，
其恶易觏……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 《管
子·水地篇》云：“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
疾而垢。”汉代以降，医家们关于环境与人类健
康关系的论述更具专业性。如 《黄帝内经》认
为，地理位置不同，环境、气候不同，物产也
不同，人们的饮食习惯就不同，多发病也不同，
从而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如 《素问·异法方宜
论》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
何也？歧伯对曰：地势使然也”。 《淮南子·墬
形训》也详尽地论述了地理环境与健康体质、
性别、性格的关系。所论虽不完全正确，但已
能认识到环境与寿夭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鉴
于环境卫生与人类健康关系至密，所以时人十
分重视环境卫生的治理。此时期的医家也很重
视流行病的预防工作。如东晋葛洪所著 《肘后
方》，遵循 《内经》 “治未病”的思想，积极倡
导做好流行病的预防工作，其 “治瘴气疫疠瘟毒
诸方第十五”即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防疫专篇。书
中列出了诸如采用口服或 “粉身”、“摩身”、“内
鼻”、 “著舌下”、 “额上”、 “耳门”、 “置井中”、
“烧薰”等多种方法，并强调 “断瘟病令不相染”；
“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此带行所遇病气皆
消”，⑤ 说明预防效果不错。正由于时人十分重
视流行病的预防，预防举措又具体、细致，从
而一定程度上避免或减少了流行病的发生。

二是重视流行病防治的制度建设。如前所
述，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就制定有环境卫生方面
的法规，规定凡乱扔垃圾于道者要 “断其手”。
至周、秦二代，对在道路上抛撒垃圾的要施以
刑罚。 《汉书·五行志》载： “秦连相坐之法，

弃灰于道者黥。”⑥ 虽然秦朝用黥刑 （刺面）取
代了殷商断手的酷刑，但用法律来管理环境卫
生的做法却毫无二致。又如这一时期所建立的
医生巡诊制度、病人隔离制度等，也都是值得
肯定的。此外，当时特别是两汉时期，荒政的
制度化和法律化，使其在有效应对水旱蝗等灾
害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疫灾的发生。
三是注重用科技手段推动流行病的防治工

作。如不久前考古人员在河南省淮阳县龙山文
化城址———平粮台遗址发掘出两组陶质排水管
道，形象展示了４０００多年前先民的智慧和生活
场景。该排水、排污管道不仅设计合理，而且
坚固耐用，它较之世界建筑下水道较早的国家
如印度、罗马等国还要早。⑦ 到了秦汉时期，城
市下水道的结构和设计更为合理、科学。当时
房屋的建造也考虑到通风、采光、保暖等卫生
因素。又据 《后汉书·张让传》载：“作翻车渴
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
费。”⑧ 洒道的翻车渴乌是汉代掖庭令毕岚制作
成功的，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洒水车，堪称一项
杰出的发明创造。由 “以省百姓洒道之费”一
语来看，可知在没有发明翻车渴乌以前，百姓
是经常用自己的劳力去洒道的。在１８００多年
前，居然能创造出这种洒水机器，的确是一件
了不起的奇迹，也反映了当时对道路清洁卫生
的重视了。此外，我们的先民已懂得通过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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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卷５ 《文帝纪》。
《南史》卷６ 《梁武帝纪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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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的方法来防治流行病。如东晋医家葛洪就
认为疫病的发生是 “疠气兼挟鬼毒相注”所致，
故而在防治疫病时他十分重视对空气的消毒。
在其著作 《肘后方》“治瘴气疫疠瘟毒诸方”一
目中，有６个药方是专门用于空气消毒的。①古
人的这些发明，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用性，
对于推动当时环境卫生的治理，进而预防疾疫
的发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无时不在应对各种灾
害，防治流行病就是其中之一。我国是一个流
行病多发的国家，形形色色的流行病曾给中华
文明的发展制造了种种屏障和灾难。我们的祖
先在从事社会生产的同时，总是在不断地同各
种疾疫作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国历
史，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抗击各种疫灾的历史。
以往的中国史学研究，大都忽略了对疾病史的
探讨，以致使这一研究成为历史学的 “漏网之

鱼”。究其原因有二：一则因为人们对疾病史研
究没有足够的认识，认为它是非主流的历史研
究；二则因为有关疾病史方面的资料过于零散，
难以寻觅，加之没有进行跨学科研究所需的充
足的知识准备和思想准备。如今，疾病史研究
已成为举世关注的一门新兴学科，其研究方兴
未艾，在此情形下，笔者认为有必要发动和组
织更多的学术工作者加入到研究疾疫社会史及

其他相关领域的行列，去关注历史长河中寻常
百姓的生命历程。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本文作者：庄华峰是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
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学
术和技术带头人；蔡小冬是安徽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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